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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目前存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发展新常态凸显了生育问题与未老先富的双重挑战。从微观层面考察，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

单位，在生育养育、就业安居、医疗保障及养老照护等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均面临系统性压力，这实质上

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民生领域的具体呈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构成社会发

展的双重维度，二者辩证统一且历史地演进。家庭作为兼具人口功能与经济功能的特殊载体，成为协调

两大再生产系统的关键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可以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优化就业

住房保障、健全医疗养老服务体系等制度性安排，切实强化家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

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平衡，实现两种再生产的良性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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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a pivot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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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 currently face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demographic evolution, with the new normal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igh-
lighting dual challenges of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s and premature aging before affluence. At the mi-
cro-level analysis, households as fundamental units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confront systemic 
pressures across life-cycle stages including childbearing, employment security, healthcare accessi-
bility, and elderly care, which essentially manifest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within liveli-
hood domains. Marx and Engels emphasized that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human reproduction con-
stitute dual dimens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maintaining dialectical unity while evolving histori-
cally. Functioning as a pivotal nexus integrating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roles, households 
emerge as crucial intermediaries in coordinating these dual reproduction systems. Within the frame-
work of constructing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including refining fer-
tility support policies, optimizing employment-housing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medical-elderly care service networks—can effectively enhance household development capacities. 
Such measures facilitate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economic upgrading and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ultimately achieving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human reproduc-
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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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 2024 年 11 月 16 日出版的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再次强调了人口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性。人口与经济向来关系紧密，人口发展关系国计民生，人口高质量发展更是全面建成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我国当前存在人口供给与经济需求的错位，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存在结构性矛

盾。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中尚存在劳动异化现象，物质资料再生产侵蚀人口再

生产，加重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失衡。在中美科技竞争和新产业变革背景下，如何既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又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综合平衡中应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 
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协同演进问题，二者的

动态平衡依赖于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为破解这一发展

命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既有研究围绕“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主要形成两类学术进路，一类聚焦

理论本体论层面，重点阐释理论内涵并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一致性；另一类则关注理论的现实应

用，多以理论的现实启示为切入，篇幅较为有限且主要聚焦社会学、哲学维度，对经济维度的系统性探

讨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立足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语境，尝试在经典理论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提炼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启示，并系统构建以经济周期为脉络、以家

庭为枢纽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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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2.1.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时期，

人口红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为人口质量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

础，表现为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整体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人均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然而，随着 2010
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经济增长模

式开始从依赖要素投入向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转变[2]。这一转变过程凸显了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

影响。 
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

展，中低端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对普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接近上限；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相对不足，

对创新型、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虽然培养了大量高校毕业

生，但在顶尖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上仍存在短板。这种供需错配导致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

普通高校毕业生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而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却供给不足。这种矛盾不仅影

响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还可能通过抑制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制约消费增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

阻碍。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路径。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

发展的背景下，提升人口质量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够为产

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突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全面提

高人口素质有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使人才供给更好地匹配经济发展需求，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三是通过提升就业质量来增强居民收入稳定性，能够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巩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

作用。从长远来看，只有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升，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推动我国经

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2.2.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部署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规模优势持续与结构矛盾并存的特征。2024 年出生人口虽出现

2017 年以来首次回升，但生肖偏好带来的短期波动难以扭转长期趋势。人口结构方面，2024 年末 0~15
岁人口占比降至 17.1%，而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攀升至 22%，65 岁及以上群体更达 15.6%，少子老

龄化态势持续深化。值得关注的是劳动人口素质显著提升，2024 年 16~59 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21
年，较上年提高 0.16 年，为经济转型储备了人力资本优势[3]。 

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元，集中反映了人口新常态带来的双重挑战。生育意愿低迷折射出社

会转型期的深层矛盾，经济发展推动的价值观念转变，使得现代家庭更倾向优育投入与个人发展，导致

生育养育成本成为决策关键制约。部分群体甚至选择非生育生活方式，将资源集中用于自我提升。与此

同时，未富先老的困境加剧了代际压力，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超过多数发达国家总和，但经济基础仍处

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遇工业化进程的冲击，核心家庭普及化导致空巢老人比例上升，

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亟需构建家庭、社会、国家协同的新型养老机制。 
人口发展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应对措施的渐进性与系统性。在保持人口规模优势的同时，应着力破

解结构矛盾，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家庭发展潜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这既需要稳定适度生育

水平，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要求加快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实现老有所养向老有颐养的升级；更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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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将人口素质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唯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协

调发展，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人力资源支撑。 

2.3.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将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这一理念在我国实践中得到持续深化：从毛泽东提出培

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到习近平强调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与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立为发展导向，正是这一价值追求的当代诠

释。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人口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性使命。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提升人口素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核心指标持续优化，

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仍面临劳动异化等现实挑战，特别是在私有制经济

领域，尚存在劳动异化现象。推动人口质量提升，正是破解发展不充分难题、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实现

路径。 
当前家庭发展困境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诉求与物质条件约束的深层碰撞。在资本逻辑影响下，教育

等基础民生领域出现异化现象：传统“望子成龙”观念遭遇教育资源失衡的冲击，催生天价学区房等畸

形现象，致使家庭发展负担加重。这种矛盾折射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普遍追求与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并存，物质保障不充分制约着发展主动权的实现。破解这些难题，既要

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更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夯实人的全面发展基础，最终实现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的“两种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的基础上，认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是辩证统一的，但在不

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后资本主义时期，“两种生

产”经历了从混合发展到分化失调再到复归协调的过程，最终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脉络

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更为中国在人口转型与经济升级的双重挑战中探索高质量发展

路径提供了理论启示。 

3.1.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辩证关系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构成社会发展的双重维度，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呈现辩证统一关系。恩

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社会生产涵盖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繁衍两个基本维度。

二者既互为前提又相互制约。物质生产为人类存续提供基础保障，其技术水平决定着人口规模与质量；

而人口再生产不仅为社会延续提供实践主体，其知识技能更直接影响生产力革新进程。这种动态平衡贯

穿于社会制度演进的全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发展阶段与家庭发展阶段的相互作用，塑造着特定

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进一步解构了两种生产对立的伪命题。马尔萨斯将贫困归咎于人

口增长超越物质生产，主张通过消灭部分人的手段维持平衡[4]，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

盾。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根源并非人口过剩，而是私有制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在资

本逻辑主导下，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产生深度割裂：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取超额利润，劳动

者却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陷入生存困境。这种异化现象表现为物质丰裕与民生匮乏的悖论——生产过剩

与消费不足并存，劳动力再生产被迫屈从于资本增殖需求。资本主义将人的再生产工具化，打破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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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原本的协同关系，这种扭曲状态终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文明进

步的真正统一。 

3.2. 前资本主义时期：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混合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呈现出自给自足的内生性耦合特征。低水平生产力制约下，物质资料

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在封闭的地域空间内形成深度嵌套。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体系，天然锚定了人

口的空间分布，使血缘网络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架构。这种地缘–血缘的复合结构中，家庭既是物质生

产的基本单元，也是人口繁衍的核心载体，家庭成员通过集体劳动实现生存资料的直接获取与代际传递。 
原始积累阶段的生产活动尚未突破生存阈值，物质创造与生命延续在家庭场域内实现原始统一。这

种低阶协同状态表现为：生育养育过程直接受制于土地产出效率，婴幼儿夭折率与成人劳动损耗率形成

恶性循环，人口规模被严格限定在马尔萨斯陷阱区间。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尚未从生产活动中分

离，劳动阶层的知识传承大多局限于经验型技能的代际模仿。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与高死亡率形成动态

平衡，劳动者生命周期呈现“高投入–低回报”特征——童年期被迫参与辅助劳动，成年期承受高强度

耕作，衰老期缺乏基本保障。这种双重再生产的原始耦合，既维系着传统社会的稳态运行，也构成了突

破发展阈值的结构性约束。 

3.3. 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力再生产被动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重构了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体系。当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主导形态，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异化。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强制分离构成新型社会关

系的基石——资本家通过占有工厂、机器等生产要素建立起支配权，劳动者则沦为纯粹劳动力商品的持

有者。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瓦解了传统地缘血缘共同体，使货币关系渗透到社会肌理深处，将人际连接简

化为雇佣劳动的市场交换。 
社会结构裂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后者为获取生存资料被迫持续出售劳动力。这种

交易具有内在不对称性：工人工资仅能维持家庭基本再生产，却需承受机械化生产带来的身心损耗。马

克思揭示的异化现象在此达到新高度——劳动者的生命历程被压缩为“工作–消费–再生产劳动力”的

循环链条，个体发展可能性让位于资本增殖需求。当机器大工业吸纳妇女儿童参与生产，不仅扭曲了家

庭代际关系，更催生出“失能家长–失学儿童–伤病劳工”的代际贫困传递机制。 
资本主义的悖论在于：生产力飞跃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私有制下的分配失衡导致结构性过剩

与绝对匮乏并存。无产阶级的贫困并非源于物质短缺，而是资本逻辑下剩余价值剥夺的必然结果。正如

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

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5]。这种制度性

矛盾表明，唯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重建物质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协同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发

展的真正解放。 

3.4. 后资本主义时期：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复归协调 

共产主义社会标志着人类再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跃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双重支

撑下，实现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本质性统一。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彻底扬弃，社会生产不

再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使每个个体摆脱生存竞争的压力，真正

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社会形态下，劳动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我实现的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揭示

的，这是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向自身本质的复归，将工业文明积累的全部财富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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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催生出新型共同体形态。随着家庭经济功能的消解，社会组织形式演变为自

由人的联合体，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保障了工作、生活与休闲的有机统一。在此框架下，教育体系突破

职业培训的狭隘范畴，转而构建全面的人的培养机制，彻底打破分工固化的桎梏。这种教育革命使个体

既能深入掌握专业技术，又具备跨领域迁移能力，最终培育出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复合型人才，从根本

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时期人的片面化发展困境。 
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协同演进在此达到新高度。人类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为创造性活动腾出

时空条件；生育决策摆脱经济计算的束缚，回归生命价值本身；代际传承超越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聚

焦于文化基因与创新能力的传递。此时的制度，“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6]。 

3.5. “两种生产”理论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我国正面临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协同演进的特殊挑战：

少子老龄化加剧与经济转型升级交织，家庭发展能力弱化与人力资本需求升级并存，传统人口红利消

退与人才红利培育滞后形成张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再生产

规律的核心理论工具，既为破解这些挑战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指引，也要求我们在理论继承中实现时代

化创新。 
方法论层面，要树立系统思维，注重经济与人口的协同发展。“两种生产”理论揭示物质资料再生

产与人口再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这一系统思维对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需突破“就人口论人

口”或“就经济论经济”的线性思维，构建“双轮驱动”的协同发展框架。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尊重人口

再生产的长周期规律。人口数量、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具有代际累积性，如少子化趋势需通过生育支持政

策的长期投入逐步缓解；另一方面要遵循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效率逻辑，以产业升级推动人力资本需求与

供给的动态匹配。 
现实层面，“两种生产”理论为我国破解人口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理论镜鉴。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生产”异化的批判，如对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再生产工具化、分配失衡导致

贫困与过剩并存的批判，为我国规避类似风险提供了深刻警示。当前我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

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与资本逐利性的客观影响，仍可能引发局部领域的“生产–人口”失衡。例如，部分

行业“996”工作制挤压生育时间、教育医疗资源市场化加剧家庭负担、住房金融化抑制消费潜力等。“两

种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在于，它要求我们在利用市场机制提升物质生产效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设

计强化对人口再生产的保护，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避免重蹈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人口”割裂的覆辙。 
理论层面，对“两种生产”理论不能教条式、机械化应用，应立足中国实际的时代化发展。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其对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基于当时

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当前的实践语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超大规模人口的国情

特征、数字经济的技术变革、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等，均要求我们对经典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这种

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重构“家庭”的功能定位。经典理论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生育单元的作

用，而当代中国家庭更需被视为“能力培育中心”(如代际教育投入、健康管理)与“风险缓冲单元”(如应

对老龄化、疾病冲击)；二是创新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经典理论未具体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两

种生产”的协调方式，而中国实践需探索“政府主导 + 市场补充 + 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模式。 
“两种生产”理论既是阐释人类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基础理论，也是指导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分析工具。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坚持其核心逻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创新实现路径，最终推动

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良性互构，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提供中国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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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路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中国正面临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协同演进的特殊挑战。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
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发展框架，也指明了以家庭为主体、以生命周期为主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

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路径。 
家庭作为两种生产的关键枢纽，既是代际传承的基本单元，又是消费投资的重要主体，其生存发展

状况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当前青年家庭普遍承受着“四重挤压”——生育养育成本攀升、

职业发展周期缩短、住房医疗支出刚性增长、代际赡养压力加剧，这种复合型困境折射出人口转型期的

发展阵痛。实现经济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协同，需强化家庭枢纽功能，通过制度赋能缓解代际压力，促进

物质与人口再生产的动态平衡。 

4.1. 提高供给质量，降低家庭生养负担 

生育、养育、教育及培训构成起始和成长的链条，其质量直接影响代际传承与社会稳定。教育作为

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环节，既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抓手，也是加剧社会分化的潜在推手。有研究

发现，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失衡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滞效应高达 50% [8]，而优质教育资源的虹吸效应

更催生学区房价格畸高，形成“教育焦虑–过度投入–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加

重家庭经济负担，更制约人口整体素质提升。 
破解困境需构建动态适配的教育供给体系。针对人口流动新趋势，应建立教育资源跨区域调配机制，

通过教师轮岗制度、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打破校际壁垒。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步规划教育设施布局，以

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配置教育资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遗留的户籍歧视。重点强化学前教育普惠供给，

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缓解家庭早期养育压力。同时完善职业教育贯通培养体系，使技能

培训对接产业升级需求，为不同禀赋的青少年创造多元发展通道，真正实现“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

的质变。 

4.2. 进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夯实家庭物质保障 

完善劳动分配机制是夯实家庭发展基础的核心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权益保障

面临新挑战：私有制领域普遍存在的“996”工作制与薪资压制现象，实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的异化

延续。资本方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压缩必要劳动报酬，导致劳动者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存，难以支撑家庭

发展需求。这种分配失衡不仅抑制消费升级潜力，更阻碍人力资本积累。 
破解困局需进行真正的按劳分配，特别需要对私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进行“纠正”

和干预。针对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应建立劳动生产率与薪酬增长的动态挂钩模型，将人工智能增效部

分转化为劳动者技能溢价。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数字经济领域试点“算法透明化”改革，使劳动

强度与报酬匹配可视化。同时发挥公有制经济引领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薪酬体系改革示范，推动私营企

业完善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多元分配方式，确保劳动者共享发展红利。此举既能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

又可激活内需市场潜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4.3. 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构建家庭、社会、国家协同的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当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双重困境，三

甲医院虹吸效应加剧基层医疗空心化，而资本逐利倾向催生过度医疗乱象。这既加重家庭医疗支出负担，

又阻碍医养服务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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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困局需实施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动态考核机制，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

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发展“互联网 + 医疗”实现远程诊断全覆盖。严格资本准入监管，在基本医疗领域

实行非营利性运营模式，建立医生薪酬与服务质量挂钩的绩效体系。在养老领域推进“医养康护”一体

化，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综合服务枢纽，配备全科医生团队，实现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与生活

照料的有机融合。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创新，构建政府、保险机构、家庭三方共担的可持续筹资机制，

切实减轻老年家庭的医疗养护负担。 

4.4. 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满足各层次家庭住房需求 

当前住房市场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与资源配置失序的双重挑战。在核心城市及优质区位，住房价格

虽受周期性调整影响呈现波动，但受土地稀缺性、公共服务配套溢价及投资属性叠加驱动，高品质住房

价格仍维持高位运行，超出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力承受范围。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及部分新区因人口外

流与产业支撑不足，出现住房库存积压与空置率攀升现象，导致资源错配与空间失衡。住房供给体系呈

现“中间层塌陷”特征，刚需型住房与改善型住房供给比例失调，租赁市场规范化程度不足，保障性住

房覆盖面有限，难以有效满足新市民、青年群体及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加剧家

庭居住成本压力，更通过挤出消费支出、抑制生育意愿、固化阶层流动等传导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

生深远制约。 
破解住房供需矛盾需构建“市场–保障”双轨协同的供给体系。一方面，应优化住房市场分层供给

机制，针对高收入群体完善商品住房市场化定价规则，强化住房金融风险防控；针对中等收入家庭创新

共有产权住房模式，通过产权比例动态调整实现梯度消费；针对新市民及低收入群体扩大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给，建立租金指导价与收入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另一方面，需推进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通过

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比例，完善租赁住房权益保障立法，建立租购同权制度体系，培

育专业化长租机构以提升租赁市场稳定性。在空间规划维度，应强化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导向，通过 TOD
模式开发与城市更新释放存量住房潜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居住品质提升路径，最终实现住房供给

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的范式转型。 

4.5. 扶助弱势群体，为家庭减少后顾之忧 

弱势群体帮扶体系构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工程。在人口发展维度，特殊群体生活质量的

改善直接关系代际贫困阻断与社会资本积累，其发展权益保障不足将加剧阶层固化风险；在经济运行层

面，弱势群体消费能力提升对扩大内需、优化要素配置具有乘数效应，其人力资本开发能有效激活潜在

劳动力资源。 
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精准识别机制滞后、服务供给碎片化、代际转移支付效能不足等结构性矛

盾，传统救济型帮扶模式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新要求。 
完善制度设计需构建动态分层保障机制。针对残疾人群，应建立职业能力评估与岗位适配数据库，

发展辅助性就业支持体系；对低收入家庭，需完善“造血式”扶贫长效机制，将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规

划有机衔接；面向老年贫困群体，应创新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模式，整合社区医疗与居家养老资源。在制

度运行层面，需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精准识别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动态监测保障对象需求变化，构建“基

本保障 + 补充保险 + 社会救助”的三级防护网络。同时深化社会保障与财税政策协同改革，通过税收

优惠引导企业参与公益岗位开发，健全慈善信托监管机制提升社会资源整合效能，最终形成政府主导、

市场补充、社会协同的立体化保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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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口结构转型与经济动能转换的深度交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命题。当前人口发展

新常态下，家庭作为双重再生产的基本场域，正承受着生育成本攀升、代际赡养压力加剧、人力资本代

际传递受阻等多重挑战，这些困境实质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微观层面的具象化呈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从原始协同到资本主

义异化，最终将在更高发展阶段实现辩证统一的历史规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需探索新型协同路径。既要正视家庭在劳动力培育、消费

决策、风险抵御中的枢纽功能，更需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其发展动能。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在生育

养育环节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在劳动就业领域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在医疗养老层面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系统性破解制约家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这种治理范式的转型，既是对“两种生产”协调规律的当代实

践，更是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的关键突破，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制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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